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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淤地坝建设是黄土高原地区最具成效的水土保持措施之一，在全球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也得到广泛应用。
淤地坝拦沙的定量模拟是其效益评估的关键所在，也是区域淤地坝规划建设的重要基础。为此，本研究
基于流域分布式水沙过程模拟，提出了流域淤地坝系拦沙量动态模拟框架：SWAT-DCDam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dynamic check dam)。在SWAT-DCDam框架中，新开发的DCDam模块以SWAT模型的模
拟步长生成全流域淤地坝的动态级联结构，SWAT模型模拟的径流和输沙用来驱动DCDam模块，对流域
内各淤地坝开展拦沙动态模拟。本研究以黄土高原中部延河流域为典型研究区，在分析流域淤地坝建设
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模拟近60年（1957—2016年）流域淤地坝拦沙动态演变过程，采用累积淤积量野外调
查数据评估了模型表现，并定量分析了坝系拦沙对流域减沙的贡献。结果表明，流域淤地坝结构特征发
生趋势性变化，大型和中型淤地坝的坝体高度分别增加37.14%和9.22%，同时，大型和中型淤地坝的控制
面积分别减少46.03%和10.56%。模型评估结果表明，SWAT-DCDam表现良好，对淤地坝累积淤积量高
估11.5%。1970—2016年间，淤地坝拦沙贡献延河流域总减沙量的15%。本研究成果可为区域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和淤地坝规划建设提供方法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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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土流失是全球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与土壤肥

力流失，耕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库淤积和洪涝灾

害等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1‒2]，水土流失控制是实现

土地退化零增长（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 SDG15.3）与

水关联生态系统保护恢复（water-related ecosystem protec‐

tion, SDG6.6）等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保

障[3‒5]。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包括以退耕还林草，保护性

耕作、梯田等为主的坡面水土保持措施和以淤地坝建设，

沟床固定和护岸工程等为主的沟道水土保持措施。

淤地坝建设具有用料简单、效益突出等特点，在我国

和西班牙、美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沟道发育强烈的

地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6‒10]。例如，在西班牙东南部

2.39 km2的小流域修建 269座淤地坝[11]；在我国黄土高

原地区，截至 2011年年底已修建 58 000余座淤地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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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655座大型淤地坝的总库容超过 5.70 × 109 m3 [12]。

流域沟道大量修建的淤地坝形成复杂的坝系结构，在减轻

土壤侵蚀、减少流域来沙、削减洪峰、补给地下水、稳固

边坡和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13‒19]，坝

内沉积泥沙还是区域气象水文和生态环境历史过程反演的

优良载体[20‒21]。

泥沙拦截过程反演是研究淤地坝泥沙拦截及其水沙效

应的基础，也关系流域淤地坝库容的科学预测及坝系的科

学管理[22‒25]。长期的研究在淤地坝拦沙历史反演方面

发展了多种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野外测量的实测法（剖面

法和地形法）和基于数学模型的模拟法。实测法主要通过

野外测量估算坝内泥沙沉积量[26]，例如，剖面法通过钻

孔、探坑和剖面开挖等，获取坝内沉积泥沙总体积，估算

沉积泥沙量[27‒28]；地形法通过建坝前后沟道地形变化

估算淤地坝修建造成的泥沙沉积。剖面法可反演坝内泥沙

沉积历史过程，但耗时耗力，适用范围有限，难以应用于

流域或区域尺度；地形法与无人机观测系统等相结合可拓

展应用于流域或区域尺度，然而，该方法只能反映当前的

泥沙沉积累积量，无法获取淤地坝拦沙过程。数学模拟法

可在流域尺度反演不同淤地坝的动态拦沙过程，例如，

Li 等[29]采用 SWAT 模型的水库模块模拟了皇甫川流域

20 余座淤地坝的拦沙过程，Pal 等 [30]基于 SDM 模型

（Sediment Delivery Model）提出了流域内数个淤地坝拦沙

模拟与布局优化方法。

然而，当前研究仍未准确刻画流域或区域尺度淤地坝

库容的动态变化和坝系级联结构的演变特征。为此，本研

究在开发淤地坝系拦沙动态模拟模块（DCDam）的基础

上，以空间分布式水沙过程模拟驱动DCDam模块，实现

流域尺度淤地坝拦沙过程的动态模拟。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选择黄土高原中部的延河流域为典型研究区，流

域总面积 7725 km2，高程在 480~1790 m之间（图 1）。延

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

降水量在 500 mm左右，多年平均温度为 9.0 ℃。1957—

2016年间，延河流域年均降雨516 mm，降雨年内分布不

均匀，6~9月降雨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0%以上。延河流域

主要由黄土覆盖，土层深厚但侵蚀严重，地形破碎，沟道

发育强烈。流域内土地利用以草地、农田和林地为主，分

别占到流域面积的 62.36%、33.53%和 4.02%，其他土地

利用类型面积小于1%。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

为减轻水土流失，减少泥沙入黄，延河流域开展大规模水

土保持建设[31‒32]，近年来，延河流域林地面积从 1975

年的 4.02% 增加达 2010 年的 26.20%，而耕地面积则从

33.53%下降到17.60%。此外，截至2008年年底，延河流

域已建超过800座淤地坝（图2），流域淤地坝建设在2003

年被水利部评为“亮点工程”[33]。综合而言，延河流域

是黄土高原淤地坝拦沙过程研究的理想区域。

2.2. SWAT模型

SWAT是美国农业部开发的具有物理机制的空间分布

式水文模型[34‒35]，常用于土地管理和气候变化对流域

水文、泥沙和养分输出影响的研究[36‒38]。由于SWAT模

型具有源代码公开和模块化开发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生

态环境过程的集成开发，因此，本研究提出的淤地坝系动

态模拟框架是在SWAT流域水沙模拟基础上进行。SWAT

模型以地形为基础将流域划分为不同的子流域，各子流域

内划分出土地利用和土壤类型一致、坡度相近的水文响应

单元。SWAT模型能模拟各水文响应单元的地表产流、壤

中流、蒸散发、土壤水含量、输沙量和养分输出量等环境

要素，关于模型机理[35]和输入输出文件[39]的详细介绍

可见其参考手册。

2.3. 数据收集

延河流域及其周边五个气象站日尺度的降雨、最高

温、最低温、相对湿度、风速和日照时长观测来自气象数

据网①，雨量站数据来自黄河流域水文年鉴。流域数字高

程来自国家基础信息数据中心②，空间分辨率为30 m。土

壤分布图来自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分辨率为 1:

100 000 ③。基准期土地利用（1975年）来自国家地球系

统科学数据中心，用于反映 1957—1985年的土地利用情

况。1990年、2000年和 2010年的土地利用来自中国科学

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分别用于反映1986—1995年、

1996—2005年和 2006—2016年时段的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被重分类为草地、林地、农田、水体、建设用地和荒地

六类。研究采用 1957—1970年甘谷驿水文站的径流和泥

沙观测进行模型参数校验，水沙数据来自黄河流域水文年

鉴。淤地坝位置、设计库容、坝高、控制面积和已淤积库

容等参数来自2008年年底水利部组织的淤地坝检查数据。

① http://data.cma.cn.

② http://www.ngcc.cn/ngcc/.

③ http://loess.geodata.cn/data/.

2



其中，库容大于 5 × 105 m3 为大型淤地坝，库容在 1 × 

105 m3和5 × 105 m3之间为中型淤地坝，库容在1 × 104 m3和

1 × 105 m3之间为小型淤地坝[40]。由于流域内各小型淤地

坝多由农民自发修建，缺少相应的设计资料，本论文未进

行研究。

2.4. 淤地坝系动态拦沙模块

2.4.1. 坝系淤地坝编码方法

延河流域分布有数百座淤地坝，各淤地坝之间级联关

系复杂（图 2）。本研究首先对各淤地坝进行编码，赋予

每座淤地坝唯一的 ID值。本编码方案以SWAT模型生成

的子流域为基础，每个子流域内淤地坝构成一个完整坝

系。如图3（a）选取的典型子流域（编号143）所示，子

流域内淤地坝相互连接，形成淤地坝系，并概化为图 3

（b）。143号子流域面积为43.1 km2，共有9座淤地坝，其

中 1、2、6号淤地坝分布于主沟道，其余在支沟。如图 3

（b）所示，与子流域出口直接相连的淤地坝的级别为 1，

级别1淤地坝直接相连的上游淤地坝级别为2，依次累加，

直至完成所有淤地坝的级别划分，最高级别为n（末端淤

地坝），本案例中的淤地坝最高为 3级。以流域出口为基

准，向上游逐次编码，在基准编码的基础上增加同类淤地

坝的顺序号。如图3（b）所示，以流域出口编号为基准，

向级别为1的淤地坝进行编号，分别对6、7、9号淤地坝

编码为14301、14302和14303。随着编码级别上移，对与

14301号淤地坝直接相连的3个2级淤地坝（2、3、5号淤

地坝）进行编码，分别为 1430101、1430102和 1430103，

以此类推，直至完成全流域各淤地坝的编码，如图3（b）

所示。

2.4.2. 淤地坝系拦沙动态模拟

图 4展示了流域淤地坝系泥沙拦截的汇演方案。首

先，根据每个淤地坝在特定时间点 t的存在状态（建设时

间是否晚于 t）和淤地坝淤满状态（淤满时间是否早于 t），

判定 t时间点可用于拦沙的淤地坝数量。以每个淤地坝的

ID编码为基础，判断各子流域内所有淤地坝的连接关系，

生成 t时间点层级为1~n的淤地坝坝系连接结构。

任一淤地坝的可用库容根据泥沙拦截量判断，具体

如下：

VDt =VDt - 1 -VStt (1)
VStt =VSit -VSot (2)

式中，VD,t为在 t时刻末淤地坝的可用库容；VSt,t为 t时刻单

位步长新拦截泥沙体积；VSi,t为 t时刻单位步长进入淤地坝

的泥沙体积；VSo,t为 t 时刻单位步长随径流排出的泥沙

体积。

考虑到淤地坝的泥沙拦截特征，研究设定当淤地坝可

用库容大于上游总来水量时，能拦截上游全部来沙，即

VRst =VRit (3)
VSit =VRst ´Ccont (4)

图1. 延河流域地理位置与气象水文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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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ot = 0 (5)
式中，VRs,t为 t时刻单位步长淤地坝拦截的径流量；VRi,t为

t时刻单位步长进入淤地坝的径流量；Ccon,t为 t时刻进入淤

地坝径流的泥沙含量；VRo,t为 t时刻单位步长排出径流量。

当坝库上游来水量大于可用库容时，超出可用库容部

分径流及其所挟带泥沙将被排出，即

VRst =VDt - 1 (6)
VRot =VRit -VDt - 1 (7)
VSot =VRot ´Ccont (8)

坝库上游来水量计算如下：

VRit =Aat ´Ht (9)
式中，Aa,t为 t时刻淤地坝实际控制面积；Ht为 t时刻单位

步长淤地坝控制区的平均径流深。

如图3所示，坝系内的淤地坝之间连接结构复杂，流

域径流和泥沙经上游淤地坝拦截后到达下游，因此，下游

淤地坝实际控制面积相应减少，即

Aat =Ad -∑
j = 1

j =m

Adj (10)
式中，Ad为淤地坝设计的控制面积；Ad,j为上游直接相连

的第 j个淤地坝；m为上游直接相连的淤地坝总个数。

在流域坝系中，下游淤地坝将接收上游直接相连各坝

排出的径流与泥沙，即

VRiat =VRit +∑
j = 1

m

VRojt (11)
式中，VRi,a,t为 t时刻单位步长从实际控制面积进入淤地坝

的径流量；VRo,j,t为 t时刻从直接相连的淤地坝 j释放的径

流量。

在DCDam计算模块中，从末端淤地坝逐次向下游淤

地坝进行水沙汇演，直至完成所有淤地坝的计算，更新淤

地坝数据库的淤满状态。

2.4.3. SWAT模型与DCDam模块的数据交互

在参考SWAT模型集成开发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到子流域坝系独立、相同子流域下垫面状况较接近、

图3. 典型子流域淤地坝编码与坝系结构定义。（a）子流域内淤地坝空间分布；（b）子流域坝系结构定义。

图2. 延河流域淤地坝特征。（a）淤地坝空间分布；（b）淤地坝建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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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坝系网络结构中单一淤地坝实际控制区域难以动态划

分等特征，设计了SWAT模型与DCDam模块的半分布式

模拟框架。在该框架中，DCDam模块以子流域为基本运

算单元，在各子流域水沙输移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叠加相

应子流域淤地坝动态坝系网络，进行坝系水沙过程模拟。

本研究以SWAT模型输出径流泥沙数据驱动DCDam模块，

以淤地坝特征参数为边界条件，通过动态坝系网络、单坝

特征边界（可用库容和淤积状态）和单坝水-沙平衡过程，

采用SWAT的模拟步长对各淤地坝的淤积与可用状态进行

连续模拟，给出各淤地坝可用库容、泥沙拦截量、泥沙排

出量和径流排出量的动态变化（图 5）。模拟结果最终以

表格形式输出保存，便于后续处理。SWAT-DCDam的获

取途径与操作方法见附录A。

2.5. 模型建立与模型校验

模型将延河流域划分为 202 个相互独立的子流域和

6053 个水文响应单元，子流域的平均面积为 38.25 km2，

水文响应单元的平均面积为1.28 km2。本研究选择水土保

持措施大规模实施前的时段（1970年前），进行模型率定

和验证，模型率定期为 1957—1963年，验证期为 1964—

1970年。根据黄土高原地区前期研究经验[36,41‒43]，径

流和泥沙率定共选取 13个参数（表 1）。模型表现评价选

用三个常用参数，分别为决定系数（R2）、纳什效率系数

（NSE）和相对偏差（Pbias），各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见

附录A中的S2节。

图4. SWAT-DCDam框架与坝系内水沙汇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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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延河流域淤地坝修建特征

延河流域的淤地坝修建历史如图 6所示。20世纪 50

和 60年代全流域新建淤地坝 63座，占淤地坝总量的 10%

以下；20世纪 70年代淤地坝修建最为迅速，年新建数量

可达 50 座以上；80 和 90 年代的新建淤地坝数量有限，

2003年后，流域新修淤地坝数量又有所增加。黄土高原

表1　延河流域模型参数率定结果

Parameter

CN2

SOL_K

SOL_AWC

SLSUBBSN

HRU_SLP

SOL_BD

ESCO

SFTMP

SMTMP

SMFMX

USLE_C

USLE_K

USLE_P

CH_K2

CANMX

ALPHA_BF

Definition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SCS) curve number for moisture condition

Soil 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mm∙h−1)

Soil available water capacity

Average slope length (m)

Average slope steepness (m∙m−1)

Bulk density (t∙m−3)

Soil evaporation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

Mean air temperature at which precipitation is equally likely to be snow/freezing rain (°C)

Threshold temperature for snowmelt (°C)

Melt factor on December 21 (mm H2O∙d−1∙°C−1)

Minimum value of the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USLE) land cover factor applicable to 

the land cover/plants

Soil erodibility factor (0.013 t∙m2∙h∙m−3∙t−1∙cm−1)

USLE equation support parameter

Effectiv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channel (mm∙h−1)

Maximum canopy storage (mm)

Baseflow recession constant

Range

−10%‒10%r

−10%‒10%r

−10%‒10%r

35‒50v

−10%‒10%r

−10%‒10%r

0.2‒0.8v

0‒20v

0‒20v

0‒5v

0‒0.5v

−10%‒10%r

0‒1v

0‒5v

0‒5v

0‒0.1v

Fitted value

5.3%

5.2%

2.9%

33.97

−1.6%

−2.7%

0.366

19.619

13.528

1.233

0.48/0.03/0.001 for cropland/grass‐

land/forestland

−4.9%

1

2.3

0.65/2/5 for cropland/grassland/ for‐

estland

0.015

v means that the existing parameter value is to be replaced by the given value, and r means that the existing parameter value is multiplied by (1+ a given value).

图5. SWAT模型与DCDam模块的数据交互。DEM：数字高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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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地坝的修建与流域水土保持建设项目密切相关，如，

20世纪 70年代的淤地坝修建主要是充分利用坝地水肥条

件优异、粮食产量高的优势，发展农业生产[44]，该阶段

内新建淤地坝超过300座。在2003年，延河流域淤地坝建

设被评为水利部亮点工程，引发 21世纪初期淤地坝建设

新高潮[33]。坝控总面积和总库容的时间变化与新修淤地

坝相一致，截至 2008年年底，坝控面积达流域总面积的

40%以上，总库容达3.5亿m3。流域淤地坝在新建当年即

有效拦截上游来水来沙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效益，例

如，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修建的淤地坝对80年代泥沙输

移减少发挥了重要贡献[45]。

图 2（a）展示了延河流域大型和中型淤地坝的空间

分布特征。从流域尺度来看，淤地坝空间分布相对均匀，

两种淤地坝的空间分布无明显差异。图7展示了两种类型

淤地坝关键结构参数及其近 60年的演变特征。延河流域

大型坝和中型坝的设计库容中位数分别为7.01 × 105 m3和

2.55 ×105 m3，坝控面积中位数分别为 3.6 km2和 1.2 km2，

坝高中位数分别为 20 m和 15 m。不同时代建设的淤地坝

结构参数具有显著差异，近 60年来发生趋势性变化。淤

地坝控制面积逐渐减少，大型坝控制面积中位数从

6.30 km2减少到 3.40 km2，减幅为 46.03%，中型坝控制面

积中位数从1.80 km2减少到1.61 km2，减幅为10.56%。淤

地坝坝高逐渐增加，大型淤地坝坝高中位数从17.50 m增

加到24.00 m，增幅为37.14%，中型淤地坝坝高从14.65 m

增加到 16.00 m，增幅为 9.22%。淤地坝的设计库容未发

生趋势性的变化，大型坝中位库容先减小后逐渐增加，中

型坝的设计库容则呈现微弱波动的特征。整体而言，延河

流域淤地坝有坝高增加而控制面积减小的趋势。

图7. 不同年代淤地坝设计参数演变特征。（a）控制面积；（b）坝高；（c）设计库容。

图6. 近60年延河流域淤地坝数量（a）、控制面积（b）和总库容（c）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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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WAT模型和SWAT-DCDam的验证评估

本研究选用延河流域甘谷驿控制水文站进行模型校

验，校验期选取淤地坝数量相对有限的 1957—1970 年，

以 1957—1963年作为模型参数率定期，1964—1970年作

为模拟结果验证期。由图8可见，月径流的模拟与实测值

之间具有较好的吻合度，模型能够反映径流年际和年内的

波动特征，从模型率定和验证期整体来看，径流模拟的相

对误差|Pbias|≤11.00%，R2≥0.83，NSE≥0.79。根据Moriasi

的模型判定标准 [46]，延河流域的径流模拟可判定为

“Good”。SWAT模型在延河流域径流模拟表现良好，可用

于产汇流过程的长期模拟。黄土高原地区泥沙输移主要集

中在6~9月，月输沙模拟与实测值有较好的对应关系。率

定期和验证期相对误差分别为 15.40%和 14.50%。从模型

率定和验证期整体来看，泥沙模拟的相对误差 |Pbias|≤
15.40%，R2≥0.80，NSE≥0.79（表2）。根据Moriasi的判定

标准[46]，SWAT模型在延河流域的输沙模拟也可判定为

“Good”。综合而言，SWAT模型在延河流域输沙模拟表现

良好，可用于流域侵蚀输沙的长期模拟。附录A中的图

S1 展示了近 60 年间（1957—2016 年）径流输沙模拟结

果，径流和输沙模拟值与水文站观测较为一致，然而，在

20世纪之后部分年份模拟的径流和输沙出现偏离，径流

和输沙模拟高于实测。

由于流域和区域尺度无法开展淤地坝淤积量的动态监

测，本研究采用 2008年年底水利部淤地坝安全检查统计

的累积淤积量作为观测值，评估SWAT-DCDam框架的模

拟结果。如图 9所示，整体而言，SWAT-DCDam模拟的

累积泥沙拦截量与实际观测值较为相近，模拟累积淤积量

的均值为2.67× 105m3，观测累积淤积量的均值则为2.40 × 

105 m3，模拟值比观测值偏高 11.5%。模拟值与观测值集

中在 1∶1线附近，但中型淤地坝的模拟结果存在一定偏

离。整体而言，泥沙拦截模拟的相对误差|Pbias|≤11.50%，

R2≥0.71， NSE≥0.53，根据模型判定标准 [46]， SWAT-

DCDam框架对延河流域淤地坝系泥沙拦截模拟结果可判

定为“Satisfactory”，能用于淤地坝泥沙拦截模拟。

3.3. 淤地坝系拦沙过程与可用库容的动态演变

侵蚀产沙是淤地坝拦截泥沙的来源，图 10反映了延

河流域产沙强度和淤地坝泥沙拦截的年际动态。结果表

明，延河流域多年平均产沙强度可达 101.39 t·hm−2，近

60 年来延河流域的产沙强度无明显的趋势性变化（p > 

0.05），非参数M-K检验的判定Z值为−0.35 [47‒48]。延河

流域淤地坝年拦沙量整体呈非单调增加趋势（p < 0.05），

非参数Mann—Kenddall检验判定Z值为2.26。从淤地坝开

始修建，泥沙拦截量缓慢增加。在 1970年后，淤地坝年

拦沙量迅速增加，于 1977年达到峰值，该年度淤地坝拦

沙量达 1560万m3，随后淤地坝年泥沙拦截量呈波动性减

少的趋势。延河流域在 2013年发生了强降雨侵蚀，淤地

坝工程措施在剧烈侵蚀输沙条件下拦截沟道输沙，引起该

年度的坝系泥沙拦截的异常增加。

可用库容的动态变化是泥沙拦截和淤地坝新建共同作

用的结果，逐年拦沙造成可用库容减少，淤地坝新建则增

加可用库容。图10（b）展示了延河流域淤地坝可用库容

的动态变化特征。1957—1970年间，淤地坝可用库容快

速增加，并在 1977年达到 1.36亿m3，可用库容增加与该

时段淤地坝新建数量相一致；随后的 20年间，淤地坝可

用库容持续减少，在 1999年达到 0.8亿m3，2000年后的

淤地坝建设引起可用库容的再次增加。然而，2008年后

图8. 率定期（1957—1963）和校验期（1964—1970）的月径流（a）和月输沙（b）模拟结果比较。

表2　径流和输沙模拟评估结果

Index

R2

NSE

Pbias (%)

Calibration (1957‒1963)

Runoff

0.83

0.81

7.70

Sediment load

0.80

0.79

15.40

Validation (1964‒1970)

Runoff

0.92

0.71

11.00

Sediment load

0.93

0.92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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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流域淤地坝新建设数量有限，逐年淤积造成可用库容

快速减少，在2016年年底可用库容仅余0.96亿m3。

3.4. 坝系拦沙对延河输沙减少的贡献

延河输沙量在近 60年间持续减少，大规模的淤地坝

建设是流域输沙减少的重要成因，为此，本研究以淤地坝

数量相对有限的 1957—1969为基准，分析淤地坝拦沙对

不同时段输沙减少的贡献。延河流域输沙减少幅度持续增

加，与基准期相比，流域年均输沙减少量从 1970—1985

的2.66 × 107 t增加到2006—2016的5.94 × 107 t。如表3所

示，整体而言，1970—2016 年间的年均输沙减少 3.38 × 

107 t，其中，淤地坝年均拦沙5.07 × 106 t，约占总输沙减

少量的 15.00%。在过去 60年间，延河流域输沙变化受到

气候变化、植被恢复、梯田修建和淤地坝新建等多因素作

用，不同时段淤地坝拦截泥沙对输沙减少的贡献不同。

与 1957—1969年相比，1970—1985年延河流域年均输沙

减少量为 1.66×107 t，到 2006—2016年，年均输沙减少量

为 5.94×107 t，淤地坝拦沙对河流输沙减少的贡献在 1986

—1995 时段最大，贡献输沙减少量的 43.69%。近年来，

随着淤地坝拦沙作用减弱和植被措施减沙效应的增强，淤

地坝拦沙对河流减沙贡献持续降低，在2006—2016时段，

淤地坝拦沙对流域总输沙量减少贡献的占比低于10%。

4. 讨论

4.1. 淤地坝泥沙拦截与侵蚀环境变化的关系

淤地坝拦沙对流域输沙减少的贡献随侵蚀环境变化而

改变。退耕还林背景下，植被盖度增加有效减少上游来水

来沙，淤地坝泥沙拦截量随之减少[49‒52]。在生态建设

作用下，流域土地利用格局持续演变，尤其是退耕还林草

项目实施以来，土地利用发生剧烈变化。1975年，延河

流域农田面积占比约为 33.53%，到 1990年则略微增加到

40.20%；随后，在生态建设的作用下，农田面积在 2000

年减少到29.26%，并于2010年减少到17.59%。农田的减

少造成流域土壤侵蚀的剧烈变化，四种土地利用情景下流

域多年平均侵蚀产沙量分别为 5.45 × 107 t、5.63 × 107 t、

5.05 × 107 t和3.41 × 107 t，与基准期相比，2010年土地利

用情景下，流域侵蚀产沙减少 37.43%。当进一步考虑土

地利用与气候波动的综合作用发现，2006—2016时段的

图9. 模拟和实测淤地坝累积淤积量比较。

表3　淤地坝拦沙对延河输沙减少的贡献（仅统计甘谷驿水文站控制区域）

Period

1970‒1985

1986‒1995

1996‒2005

2006‒2016

1970‒2016

Mean annual sediment load reduction (× 107 t)

2.66

1.66

3.35

5.94

3.38

Mean annual sediment retained by check dams (× 106 t)

5.84

7.27

3.68

5.02

5.07

Contributions

21.97%

43.69%

10.98%

  8.46%

15.00%

图10. （a）拦水坝的产沙量和拦沙量；（b）淤地坝的动态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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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侵蚀产沙强度为 70.15 t·hm−2，相比 1957—1985时段

降低了28.29%（图11）。

淤地坝拦沙量是流域淤地坝可用库容和侵蚀产沙强度

共同作用的结果，侵蚀产沙强度决定了坝控流域来沙量，

可用库容则决定淤地坝对侵蚀泥沙的拦截效率。表4展示

了不同时段淤地坝拦沙量、侵蚀产沙强度和可用库容情

况。1957—1969时段的侵蚀产沙强度与 1970—1985时段

相近，然而，由于可用库容有限，该时段淤地坝系拦沙量

有限。强侵蚀产沙与较宽裕可用库容的组合下，1970—

1985和 1986—1995时段流域淤地坝系拦沙量处于较高水

平（超过8.00×106 t·a－1）。在1996—2005时段，流域侵蚀

产沙强度较弱，可用库容也相对有限，由此造成坝系拦沙

量的减少。在 2006—2016时段，淤地坝可用库容高于其

余各时段，然而，由于土壤侵蚀强度江都，该时段坝系拦

沙量相对较低。因此，通过不同时段可用库容、侵蚀产沙

强度和淤地坝系拦沙量的综合比较可看出，生态恢复作用

下流域侵蚀产沙锐减是近期淤地坝系拦沙量减少的主导成

因。然而，在极端降水情况下，流域淤地坝系仍将发挥较

强的拦沙效果。例如，在 2013年延河极端降水条件下，

流域淤地坝系拦截泥沙占到流域总侵蚀产沙量的 7.36%。

近年来的一些监测结果也证明了极端降雨条件下淤地坝的

拦沙效果，如大理河流域场次极端降雨条件下淤地坝系拦

截泥沙量就达到了4.89 × 107 t [53]。

4.2. 淤地坝系规划与流域综合治理

淤地坝能发挥改善局部供水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和控

制侵蚀产沙等多方面效益[54]，在剧烈环境变化背景下，

流域淤地坝系综合功效的发挥是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基

础。淤地坝具有调节流域水资源分配的作用，汛期降雨条

件下，淤地坝拦截上游洪水，削减洪峰，减轻洪水灾害

[55]；淤地坝拦截存蓄的水资源将是旱季水资源调节的重

要部分[56]。在黄土高原地区，坝地水肥条件更加优异，

单位面积产量达坡耕地的 6~10倍，淤地坝是区域农业生

产保障的重要方面，在延河流域，截至 2006年年底，已

形成超过3192 hm2优良坝地[57]。截至2016年年底，全流

域 75%以上的淤地坝已淤满或接近淤满（可用库容小于

20%）；此外，超过 5%的淤地坝（40余座）运行 15年后

淤积量仍在设计库容的 30%以下。因此，需要从全流域

尺度进行淤地坝的科学规划，流域新修淤地坝应充分融入

现有淤地坝坝系，保障流域坝系多效益的协调发挥。本研

究提出的SWAT-DCDam模拟框架能动态预测淤地坝可用

库容状态，用于支撑流域淤地坝的科学规划和管理。此

外，SWAT-DCDam模拟框架还可以拓展用于淤地坝多种

生态服务功能模拟，为淤地坝综合效益评估提供方法与工

具支持。

4.3. 研究不足与改进方向

模型集成开发是研究复杂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法[58]。

本研究将新开发的DCDam模块与 SWAT模型有效集成，

用于流域尺度淤地坝系拦沙量的动态模拟。然而，模型集

成开发的数据来源与数学过程更加复杂，增加了模拟结果

的不确定性来源[59]。

模型是对真实水文过程的数学镜像，现实中的水文过

程通过模型公式与参数进行数学刻画[60]，难以完全反应

真实的水文过程，模型结构不完善是模拟结果不确定性的

重要成因。SWAT模型和DCDam模块的模拟结构仍不完

善，尤其难以准确反映剧烈环境变化条件下的水文过程变

异。例如，SWAT模型中通过土地利用输入的变化，改变

模型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水文参数而改变水文过程，但

并未改变模型中的产流机制。现有研究发现[61‒62]，大

表4　延河流域不同时段流域土壤侵蚀强度、坝系可用库容和坝系拦沙量比较

Periods

1957—1969

1970—1985

1986—1995

1996—2005

2006—2016 (exclude 2013)

Available storage (× 106 m3)

11.96

109.41

100.14

90.31

126.33

Soil erosion intensity (t∙hm−2∙a−1)

98.17

97.47

128.73

87.65

70.16

Trapped sediment (×106 t∙a−1)

1.48

8.30

9.04

4.72

3.57

图11. 1957—2016年延河流域来的侵蚀产沙强度变化，虚线表示不同时

段的多年平均侵蚀产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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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退耕还林草作用下黄土高原的产流机制可能发生变

化，通过土地利用方式输入的改变难以准确反应水文过程

的变化。此外，淤地坝运行模式复杂，不同运行模式的径

流和输沙的拦截模式具有差异。

就径流而言，超出调蓄库容的径流可能通过溢洪道排

泄，部分淤地坝因不具有溢洪道从坝顶漫出；放水洞与卧

管也具有排泄蓄积径流的功能。本研究假设排泄径流的含

沙量与入库径流相同，然而，经淤地坝沉积后，排泄径流

泥沙含量相对更低[63]，该假设可能低估淤地坝拦沙效

率。Brune [64]针对大型水库提出通过库容与入库径流之

比来判断泥沙拦截效率的方法，并广泛应用于水库拦沙模

拟，然而，用该方法计算的泥沙拦截系数远超实际情况而

难以适用于淤地坝拦沙计算，例如，当可用库容与入库水

量之比小于 0.01 时，Brune 方案计算的拦沙比例仍达到

60%，远超淤地坝拦沙的实际比例。由于缺少实测数据支

持，本研究假设出库径流含沙量等于入库径流含沙量，造

成计算拦沙比例低于实际。因此，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增加

坝前泥沙沉积过程和泥沙出库特征监测，进一步提出适用

于淤地坝水沙蓄排过程参数化方案。

从模型整合而言，DCDam模块是在子流域的尺度上

集成到SWAT模型，还不能完全反应子流域内产水产沙条

件的空间异质性。数据输入也是造成模拟结果不确定性的

重要来源。延河流域小型淤地坝大量分布，这些淤地坝多

在 1950—1980年间由农民自发修建，且在淤地坝调查时

多已淤满，缺少相应的设计参数而难以统计，因此，本研

究中未包含小型淤地坝[65]。在淤地坝实地调查中，淤地

坝累积淤积量等关键信息获取相对困难，调查结果包含一

定误差。此外，流域内淤地坝数量众多，现有数据未能针

对各淤地坝统计放水洞和溢洪道等关键结构参数，难以准

确给出坝系调节作用下水沙输移的物理边界。新勘测调查

方法的应用将有助于提取坝体结构详细信息，完善坝体刻

画。例如，无人机等设备应用能更准确获取各淤地坝的实

际控制面积，机载设备地形扫描结果还可以与不同年代数

字高程相结合，计算淤地坝的累计淤积量变化过程[66]，

为提升模拟精度提供新的数据支持。

5. 结论

本研究在描述流域淤地坝系动态级联结构的基础上，

开发淤地坝系动态拦沙模块（DCDam），以流域分布式水

沙过程模拟驱动该模块，构建了SWAT-DCDam模拟框架；

以黄土高原中部地区的延河流域为典型，在分析流域淤地

坝建设时空分布与结构特征演变的基础上，采用淤地坝调

查数据评估该框架的模拟效果，并进一步反演了过去

60年间（1957—2016）流域淤地坝系泥沙拦截动态过程，

定量分析了流域淤地坝系拦沙对流域输沙减少的贡献及其

时间演变特征。近 60年来，淤地坝的结构参数发生趋势

性变化，新建淤地坝偏向更小的控制面积，更高的坝体，

但设计库容未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模型评估结果表明，

本研究新开发SWAT-DCDam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之间对

应关系良好，SWAT-DCDam可用于动态模拟流域淤地坝

系的泥沙拦截过程。淤地坝拦沙是延河流域输沙减少的重

要成因，淤地坝拦沙约占输沙总减少量的15%，然而，淤

地坝拦沙对输沙减少的贡献持续降低，近年来，淤地坝拦

沙对输沙减少的贡献小于10%。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延河

流域 75%以上的淤地坝已淤满或接近淤满，表明流域需

要新的规划，以保证淤地坝可持续拦沙。SWAT-DCDam

模拟方法可从流域尺度上动态模拟淤地坝泥沙拦截和可用

库容的变化过程，为黄土高原地区流域淤地坝的科学管理

与规划提供有效的技术与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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